
【摘要】 本文对青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从信息识别

素养、数字社交素养、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维度讨论

了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基于

数字素养的“就业适应”能力为劳动者带来了更强的就业自主性，助力青年

群体通过自主创业等形式实现更为多元的劳动就业。基于此，数智时代青年

群体创业支持政策应当从数字素养赋能的角度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适配性，

加快建立对青年创业者数字素养的全方位、全体系赋能机制，加速青年数字

素养向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转化。

【关键词】数智时代 创业意愿 数字素养 创业支持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系统性

重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同时，也正在带来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和劳

动技能的内涵也在被新技术重新定义。在技术进步与技能需求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不论是从技

能偏向技术进步的视角，抑或是从资本深化的视角来进行解释，其核心观点之一是劳动力市场

中的技能是嵌入到科学发展过程之中的，拥有与最新技术相匹配的劳动技能可以为劳动者带来

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机会［1－2］。

在技术变革持续加速的数智时代，数字素养对于劳动者提高技能适配性具有重要影响。随

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数字素养的内涵正在超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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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以互联网接入和使用为核心的数字技能，全面转向以对数字技术的深层次了解和应用能

力为核心的数字行动素养和人机协同素养，数字素养在人力资本中的重要性也正日益凸显。在

这一技术变革进程中，数字素养作为青年在数智时代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已经成为衡量个

体人力资本高低的重要指标。在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的数智时代，数字素养在助力青

年群体实现更高质量创新创业中起到何种作用，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如何影响青年群体的就业

创业意愿，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以青年群体数字素养和创业意愿之间

的关联为焦点，从数字素养的不同维度对青年创业意愿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展开讨论，并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梳理与理论依据

（一）“数字素养”概念的缘起和意义的变迁

在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数字素养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从数

字素养概念的缘起来看，吉尔斯特（Gilster）在1997年首先提出，数字素养不同于其他技术类型

的素养，并强调数字素养是对数字信息进行阅读、理解、整合和评判的综合能力［3］。马丁（Martin）

等则提出数字素养是一种发展性技能，并进一步将数字素养划分为使用数字工具和设备、获取数

字资源、构建新知识和新资源三个层次［4］。在政策层面，欧盟在2013年发布了《欧盟公民数字素

养框架》（DigComp 1.0），至今已经将DigComp更新到2.2版本（见图1）。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欧

盟最初的数字素养框架中，主要包括信息与数据、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数字安全、问题解

决五个素养领域。在《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2.2版本中，则增加了与职业相关的专业数字素养

和技能以及对各类软硬件的知识与操作能力。该版本的修订重点强调了人工智能相关数字素

养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出在新技术快速发展情况下，数字素养的内涵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以互

联网为核心的认知能力和应用能力，转向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人机协同能力［5］。

近年来，我国在数字素养与技能建设上持续提速。根据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数字素养与技能被界定为：数字社会公民

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

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其中数字素养在涵盖专业技能外，强调人们创造性地理解、分析、评估、

管理和处理数据信息的综合水平和素质底蕴。这是我国政策文件中首次明确对数字素养进行

概念界定，也反映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力提高全民数字素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数字素养的理论框架和指标构建层面来讲，学界也在近年来开展了诸多讨论［6］。例

如，有学者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将数字素养框架界定为知识与认知、实践与参与、情感与

价值三个维度［7］。有学者则借鉴欧盟对数字素养概念的解析，从数字信息沟通素养、数字内容

创建素养、数字安全素养、数字问题解决素养四个维度综合测度数字素养［8］。随着人工智能时

代的到来，特别是在以ChatGPT技术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素养有了全

新的内涵，从最基础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训练技能，数字素养正在成为劳动

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必备的核心能力，也是劳动者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素质。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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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职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也反映了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型信息技术正在重新形塑就业

市场的劳动关系，数字素养在劳动者技能结构中也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信息和数据素养
信息采集、评估
和管理能力

沟通和协作素养 信息共享和数字协同能力

数字内容创作素养
数字内容创作整合

及编程能力

信息安全、隐私保护
和健康

数字安全素养

问题解决能力

职业相关数字能力

基础硬件和软件素养

数字问题辨别、处理
和解决能力

基于数字技术的职业能力

基本硬件和软件知识
和操作能力

数
字
素
养
框
架

《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2.2版增加

《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1.0版

图1 《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对数字素养维度的界定

（二）数字素养对青年创业意愿影响的相关研究及本文的研究重点

在青年创新创业的相关研究中，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青年群体的创业意愿和创业

行为影响效应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技术的蓬

勃发展，高数字人力资本青年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创业和自媒体创业已经成为青年创业

的主流［9－10］。但是在青年群体创业过程中，以互联网应用能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为表现的数

字素养匮乏，成为限制青年高质量创业的瓶颈性因素之一［11］。同时，青年群体面对新型互联网

资源分布结构，适应力不足和资源获取能力不强，更制约了青年群体创新创业实践中成功率的

进一步提升［12－13］。面对这一现状，数字素养对青年创业影响效应问题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关

注与探讨，对“数字素养”“数字人力资本”等概念也从就业创业层面开展了持续的讨论。例如，

有研究表明，数字素养对劳动者实现创业有着无差异化的促进效应［14］；也有研究发现，数字人

力资本对于中高技能创业者具有显著的影响［15］。

总体来看，在国内外学界对青年创业选择和意愿影响效应和机制的研究中，从数字素养角

度分析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研究较少，对于数字素养如何影响青年群体创业选择，更缺乏全面

的分析。特别是在涉及数字素养和青年群体创新创业的研究中，数字素养通常被视为一个总体

性概念，数字素养的内部结构以及哪些维度会影响青年群体的创新创业，则鲜有分析。与此同

时，在新型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数字素养对不同行业、不同就业岗位的青年群体在创业

意愿上的差异化影响，也同样缺乏充分的系统分析。

因此，在学界对青年数字素养和创新创业关联机制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数字素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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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数智时代新型人力资本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对于数字素养，本研究进一步将

其界定为数字信息识别素养、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亲缘社交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

养、人机协同素养等，以此对数字素养进行测量，并基于上述几个维度的数字素养如何影响青年

群体创业意愿展开讨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23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23）”。该调查采用多阶段PPS概率抽样，覆盖全国31个省市的城市乡村，通过对全国公

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

迁的数据资料，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青年群体，即年龄在18－35岁

之间、有从事非农就业的群体作为研究样本，剔除含缺失值的样本，最终保留有效样本1844个。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创业意愿。在问卷中相应的题目设计是询问被访者是否有意愿创业，在

模型中则对有创业意愿的被访者编码为1，无创业意愿的则编码为0。本研究的重点是数字素

养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从变量设计的角度来说，本研究的核心变量“数字素养”来

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问卷设计中，

我们参考了国内外数字素养的相关理论研究和指标体系设计，加入了数字素养相关维度测量的

模块。在具体分析中，通过对数字素养相关问题累加后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信息识别素养、数

字社交素养、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变量。其中，“信息识别素养”主要包括

“是否能使用百度、360等工具搜索信息”，“对来路不明的网上信息、视频等，是否知道如何核实

其来源和判断真实性”；“数字社交素养”包括“数字亲缘社交素养”（即通过互联网与亲友进行社

交活动的频次）、“数字业缘社交素养”（即通过互联网与同事、合作者、商业伙伴等进行社交活动

的频次）；“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包括“使用互联网进行投资、商务或者工作的频次”“通过

互联网进行政治与社会参与的频次”“通过互联网创作、发布文本、图片和音视频的频次”“在互

联网平台上进行观点表达的频次”等；“人机协同素养”则包括“工作中使用互联网的频次”“工作

任务和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替代关系”等。

同时，在本研究中，在讨论数字素养对青年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机制中，控制变量包括性

别、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户籍、平均月收入、工作满意水平、现在工作所在的行业等。主要变

量的基本描述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研究样本主要变量基本描述统计分析（N=1844）

变量名称

因变量

是否有创业意愿

变量定义

百分比

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控制变量

平均月收入

变量定义

均值

描述统计

85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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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农业户籍

受教育年限

工作满意度

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

变量定义

有创业意愿

无创业意愿

标准化中位值

数字信息识别素养

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
素养

数字亲缘社交素养

数字业缘社交素养

人机协同素养

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均值

百分比

均值

均值

描述统计

26.77

73.23

－0.014

－0.038

0.282

－0.193

0.059

48.78

51.22

29.41

59.06

12.81

7.41

变量名称

职业分布

行业分布

变量定义

百分比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业管
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办事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不便分类人员

百分比

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制造业

采掘业

生产型服务业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接触型居民服务业

公益服务业

描述统计

4.63

22.04

9.95

44.94

16.53

1.91

1.33

6.57

22.93

0.44

19.23

10.00

16.91

22.60

四、研究发现

（一）不同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数字素养水平的差异分析

在界定数字素养的概念及其维度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不同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数字素

养水平差异进行讨论。通过数字素养不同维度的核密度概率分析可以发现，有创业意愿的青年

群体在数字素养各个维度上显著高于无创业意愿群体，特别是在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

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方面，有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显著拥有较高的数字素养（见

图2）。上述结论通过相关统计检验，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因篇幅限制，在正

文中不展示具体统计检验过程和结果。

进一步来看，从数字信息识别素养和亲缘社交素养来看，这两方面的数字素养在不同创业

意愿青年群体中分布差异不大。但是在当前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的背景下［16］，互联网接入能力和信息鉴别能力，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日常性亲缘社交能力，

已经不具备劳动力市场上的核心技能溢价。而与之相对应，不论是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

数字业缘社交素养，抑或是人机协同素养，均对于青年群体高质量就业创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一，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以及人机协同素养，已经成为劳动技能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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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经济范式”视角看，数智时代下的劳动者是否能够实现高质量就业，其决定性因素之一是

劳动者是否拥有与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下的数字经济相匹配的能力结构［17－18］。正如布莱恩·阿瑟在

其著作《技术的本质》中指出的：“经济涌现于它自身的安排和自身的技术，经济就是它自身技术的

表达”，并且“当一个新的技术进入经济，它会召唤新的安排——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模式”［19］。

在数智时代，较高的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有助于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信

息技术，更高效地获取信息、整合资源、创造价值，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重新规划

个人职业发展路径，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时，较高的人机协同素养则体现出劳动者在数字经济

时代就业范式变革背景下的就业韧性和就业适应能力，拥有人机协同素养的劳动者暴露在脆弱

就业和劳动降级下的风险也就更低［20］。

-4 -2 0 2

0
.2

.4
.6

.8

4 6
人机协同素养

有创业意愿群体 无创业意愿群体

-4 -2 0 2 4
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

有创业意愿群体 无创业意愿群体

0
.1

.2
.3

.4
.5

-4 -2 0 2 4
数字信息识别素养

有创业意愿群体 无创业意愿群体

0
.2

.4
.6

-4 -2 0 2
数字亲缘社交素养

有创业意愿群体 无创业意愿群体

0
.2

.4
.6

.8

-4 -2 0 2 4

0
.2

.4
.6

数字业缘社交素养
有创业意愿群体 无创业意愿群体

图2 不同创业意愿青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分布

①数据来源：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

②不同青年群体在数字素养各个维度

的差异通过统计学相关检验，因篇幅

限制不在文中进行描述。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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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下的社群网络和人际圈层结构正在被新型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全体系重

塑。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在“强关系—弱关系”、结构洞和社会资本理论中，不同类型的社

会关系在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对个体经济社会生活的作用机理也不尽

相同。强弱关系理论认为，以业缘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弱关系的特性，在经济社会

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弱关系因其社会网络和连接节点的异质性，有助于提高个体信

息来源的多源性和丰富性，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流动的现代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以业缘

形成的弱关系对个体接触有价值信息、提升素质与能力、获取技术与资金等有着重要的作

用［21－22］。因此，在数智时代，具备与技术发展相匹配的数字业缘社交素养，有助于个体通

过构建弱关系，更为精准地发现结构洞、融入社群、突破人际圈层，实现社会资本的积累和

扩展。

因此，从不同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来看，其在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社交

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方面的数字素养分化较为显著。这一分化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

智时代，将进一步放大个体间、群体间的劳动技能差距，以及劳动者在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

上的差异［23－24］。

（二）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在对青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初步分析基础上，我们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2），进

一步讨论数字素养各个维度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因变

量为创业意愿，核心自变量则为数字素养的各个维度。

模型一包含基础性控制变量和劳动者职业类型。其中，我们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为基

础，将职业整合为4类，即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办事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

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Logistic模型回归系数显示，性别和对数月收入对创业意愿

呈现出正向的影响效应；而受教育年限和总体工作满意度则对创业意愿呈现出负向的影响

效应。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劳动者职业类型这一变量来看，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从

业人员在创业倾向上要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的青年群体。

为了进一步分析在不同行业从业的青年群体在创业意愿上的差异，模型二中的自变量

则包含基础性控制变量和劳动者所在的行业类型。就行业分类来看，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

相关分类标准，将劳动者所在的行业划分为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其它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其它行业等类型。具体分类参考的文件包

括：《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的通知》（国统字

〔2018〕111号）、国家统计局第36号令中的《现代服务业统计分类》、《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

〈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的通知》（国统字〔2019〕44号），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

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从模型系数可以发现，当劳动者所在的行业是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或者是其它服务业时，其创业意愿要显著高于其它行业。

在模型三中，除了基础性控制变量，我们进一步加入了数字素养这一核心自变量。从

Logistic模型可以看出，数字化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数

字素养均对青年群体选择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具体统计系数详见表2。

·· 124



表2 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选择影响效应的逻辑回归模型（N=781）

常量

控制变量

非农业户籍

男性

受教育年限

月收入（取对数）

总体工作满意度

核心自变量：数字素养

数字信息识别素养

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

数字亲缘社交素养

数字业缘社交素养

人机协同素养

工作任务类型（参照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人员

一般办事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行业类型（参照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

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它服务业

其它行业

其它控制变量

Pseudo R平方

注：①***表示在0.001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表示在0.01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表示在0.05水平
具有统计显著性；②回归模型中的其它控制变量，例如被访者所在地区、婚姻状况、政治身份等变量，因
篇幅所限，没有在正文中展示；③数据来源：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23）”。

模型一

回归系数

－1.173

0.158

0.731***

－0.077***

0.140*

－0.097***

0.355**

0.026

0.109

——

0.095

标准误

0.681

0.119

0.120

0.020

0.072

0.028

0.141

0.226

0.191

——

模型二

回归系数

－0.750

0.153

0.722***

－0.090***

0.138*

－0.103***

0.516

0.821*

0.721*

－0.129

——

0.143

标准误

0.525

0.116

0.110

0.016

0.069

0.026

0.486

0.367

0.359

0.442

——

模型三

回归系数

1.908

0.132

0.788***

－0.131***

－0.061

－0.128***

0.003

0.241**

0.008

0.286***

0.310*

0.312*

0.013

0.095

0.356

0.571

0.381

－0.219

——

0.151

标准误

0.965

0.187

0.176

0.031

0.101

0.031

0.112

0.100

0.081

0.070

0.138

0.120

0.215

0.211

0.311

0.465

0.291

0.389

——

从上述统计模型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素养对青年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效应，具备高层

次数字素养的劳动者有着更高的创业意愿。一方面，数字素养中的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

数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已经成为数智时代劳动力市场所高度需求的核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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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下，具备最前沿技术应用能力的劳动者将在

行动能力、创造能力、社会资本拓展能力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可能对数字技术落伍者形成

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在全力推进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的高阶形态必将对就业结构进

行全体系重塑。在职业类型中，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从业劳动者有着更高的创业意愿。

与此同时，从行业视角来看，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中界定的先进

制造业、现代技术服务与创新创业服务、现代服务业的从业者，同样有着更高的创业意愿。从

职业和行业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就业的劳动者，其工作内容

以“知识型”“创意型”“互动性”“情感型”劳动为主，并且这部分劳动者通常具有较高的数字技

能和数字素养。这类劳动从本质上体现了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劳动任务引发的就业

范式的变革。正如弗里兰在其著作《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没落》中所述，当

知识成为生产投入的主要要素时，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不再需要机构和组织，劳动者有了更大

的自主性［25］。这就从劳动关系层面为以自主创业、平台就业等形式为主的更为柔性的新就业

形式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可行性。换言之，数智时代创业背后的深层逻辑已经超越了基于职业进

阶的理性选择，而转变为宏观层面“技术—经济范式”迭代升级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新匹

配，以及微观层面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结构转型下对劳动关系的自主性重塑。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时代的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具

有流动性和柔性。李明桦等提出，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不仅不再受限于特定“空间”和特定

“组织”，具备高层次数字知识和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正在形成基于数字素养的通用技能和专业技

能，使其有着打破职业行业壁垒和传统雇佣关系的能力［26］。以“数字灵工”“数字游民”等为代

表的新就业形态的不断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科技正在为青年群体创业提供更为丰富的形

态和路径。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进一步从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影响效应视角展开学

理讨论和政策分析。

（一）新型信息技术赋能劳动者的同时，改变了创业的深层逻辑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带来颠覆式

创新，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更是以全体系重塑的方式开展。一方面，数智时代中的“流动的现代

性”特征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劳动就业领域，在现代性框架内的雇佣关系正在经历由“固态”向

“液态”的重大转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效应”或

“创造效应”，更不是对就业岗位简单的加法或减法，其真正深远的影响在于对现有工作任务的

解构和重构：可以高度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就业任务被剥离，对于人工智能依赖程度较低或需要

较高水平“人机协同”的工作任务则被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岗位任务。新岗位任务从业者也因其

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过程中不断增强的人机协同能力，实现了劳动技能的升级，具有更强的“就

业适应”能力。从“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基于数字素养的“就业适应”能力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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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带来了更强的就业自主性，在传统的以“雇主—雇员”为核心的劳动关系中有了更大的话语

权，在数字赋能下具有了更强的构建劳动关系的自主性和选择权，可以通过自主创业或平台就

业等形式实现更为多元的劳动就业［27］。通过本文中的模型分析就可以看出，有创业意愿的群

体在数字素养的各维度均高于无创业意愿的群体；并且数字化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

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维度的数字素养越高，创业意愿也就越强。同时，在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从业的劳动者，其选择创业的意愿也显著高于其它行业的从业群体。

因此，不论是从就业岗位的“替代—创造”视角，抑或是工作任务的“解构—重构”视角，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在对劳动者实现技术赋能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劳动就业形式和创业选择的深层

逻辑。在数智时代，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或淘汰的就业岗位或工作任务的从业者，必然具有更

强的数字素养和人机协同能力等可迁移技能。这一可迁移技能不仅为劳动者实现职业间、行业

间就业转换提供了可能性，更为劳动者突破传统劳动关系、实现创新创业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二）新技术在重塑“资源—机会”的分布结构的同时，也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业

空间

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如何增强资源获取能力、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并实现两者的高效

匹配，对于创业选择和创业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塞蒙（Sirmon）等在资源编排理论（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中从资源结构化、资源能力化、资源杠杆化三个维度对“资源—机会”识别

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并且认为资源与机会在分布特征上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

排他性［28－29］。而在数智时代，劳动者获取、占有以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代表的创业资源的模

式出现了显著的转向，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资源—机会”分布、识别和匹配新机制，为普通劳

动者实现创业成功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

第一，就经济资本而言，从博客到微博，再到Bilibili（哔哩哔哩）和抖音，互联网新技术在重

构个体和社会链接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经济资本的分配方式。不同于传统经济资本结构与分

布模式，在数智时代以流量和注意力为代表的无形要素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互联网

和数字经济时代，普通劳动者则具有了对于分布于各地和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高效整合的能

力；从注意力经济、平台经济，再到流量经济，新科技已经为经济资本的获取和占有开启了全新

的路径。特别是在以“流量型经济”为代表的新发展形态中，如何成为各类要素资源的“流量节

点”，如何依靠数字行动与内容创作素养，对以“无形要素”为主的资源进行链接和整合，对创业

者的职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0］。

第二，在流量型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利于普通劳动者实现成功创业的社会资本也呈

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弱关系的优势》中提出了关系强度理论，

并提出了弱关系优势假设［31］。数智时代的网络社会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更为丰富且异质性更

强的弱关系连接，并且为普通劳动者成为不同圈层连接的枢纽节点提供了现实可行性。与此同

时，依托于互联网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有着更高的关联程度，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也更强。

普通劳动者在创业过程中对经济资本的获取不仅不再囿于亲缘、地缘关系，而且基于线上社群

的弱关系连接具有巨大的经济增值效应。因此，具备网络社交中的弱关系连接能力，不仅能够

高效实现社会资源和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匹配，更提高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基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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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布结构，可以助力普通劳动者突破资源禀赋约束和时间空间限制，

通过提高数字素养和数字行动与创作素养，激活、扩展优势要素资源，助推个人职业发展转型。

（三）数智时代青年群体创业支持政策应当从数字素养赋能的角度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适

配性

从政策层面来看，近年来针对促进青年群体高质量就业创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于营造

良好创业环境、拓宽创业模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面对数智时代青年创业群体

新特点和创业新模式，相关支持政策在精准性和适配性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方面，基

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极大助力了青年群体在创业形式上实现以微创业、轻创业为特征的轻资产

创业，“在线”和“远程”已经成了当代青年创业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随着青年群体受教育程

度的不断提升，其创业模式也正呈现出显著的知识型、创意型转向，对于传统的创业要素，例如

资金、场地、设备等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而从当前各级政府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政策

来看，一般仍以发放创业补贴、减免办公场地租金、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支持为主。因此，

要进一步增强数智时代青年创业政策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可以在以下方面完善相关政策。

第一，应当以全面提升青年群体“数字素养”为导向，实现对青年创业者数字能力和数字技

能的持续性赋能。特别是随着新型数字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如何助力青年创业群体实现数字

素养的持续更新和新旧知识的及时“换档”，跟上数字技术快速升级的步伐，应当成为政策设

计中予以充分考虑的重要维度。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桥梁

作用，协同社会各方资源，为青年创业群体建立贯穿创业全程的数字素养培训和数字创业指

导，助力青年创业者实现数字素养的持续提升。第二，应当建立对青年创业群体数字素养的

全方位、全体系赋能机制，加速数字素养向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转化能力。从前文分析可见，数

字素养的内涵包括基本素养、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三个层次。青年创业者只有在数字素养的

三个层次上不断进阶，才能实现高质量创新创业。因此，应当进一步建立青年数字素养的全

方位赋能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中更加突出与数字素养相关的能力建设，在普及基本素养、提

升通用能力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现青年创业群体数字素养中高层次数字专业能力的提升，助

力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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